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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投资视角下农村留守儿童社会支持政策
的反思与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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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社会科学院 农村发展研究所，江苏 南京 210004）

摘 要 “以儿童为中心”的社会投资战略已成为发达国家社会政策的新趋向。因城

镇化巨大的虹吸效应，农村传统差序格局下以血缘、地缘为主的先赋性儿童照料资源日趋

消解，农村留守家庭劳动力再生产能力不足，以“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体系”为主要内容的社

会政策进入公共政策领域。然而，从社会投资的视角来看，我国农村留守儿童政策尚缺乏

“支持家庭”“多元共治”等理念，“事后补缺型”的制度设计难以满足农村留守儿童和家庭的

发展性需求，可能会通过降低未来人力资本增加贫困代际传递的风险。要实现“社会救助”

向“社会投资”的理念转变，应以提升农村留守儿童及其家庭发展能力为根本，从导致亲子

分离的制度根源入手，利用服务供给、时间补偿等“支持家庭”手段，构建政府、家庭、社会等

“多中心协同治理”的社会支持体系，为农村留守儿童及其家庭提供普惠性的公共资源，以

切断先赋性弱势与“留守事件”的链接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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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 1960年，诺贝尔奖获得者西奥多·舒尔茨便就指出，人口质量及知识方面的投资在很大程度

上决定了人类未来的前景[1]。尤其是第四次工业革命以来，人力资本成为决定各国能否实现产业前

移并在全球价值链上占据优势的核心变量[2]。然而，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我国人力资本状况均不容

乐观，培育并提升人力资本质量，是我国实现潜在发展能力并完成赶超目标的关键[3]。发展型社会政

策认为，社会投资的重点在于提高人们经济参与能力、社会活动能力与政治行动力，尤其要通过对弱

势群体的人力资本投资，消除其参与经济活动的障碍，提高其创造价值的能力，从而达到终止贫困代

际传递与增强国家竞争力的双重目的。1998年欧盟便提出“公共开支要向投资人力资本的方向倾

斜、要帮助社会成员参与劳动力市场以解决社会排斥”等。迄今，“社会投资国家”理念被广泛采纳，

OECD、欧盟、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均将社会投资理念纳入社会福利机制，以期达到促进经济发展与

增进社会福利的融合与双赢。作为未来重要的人力资本，投资儿童以确保其健康状况、早期发育、社

会适应等，可视作对未来经济增长的提前投资[4]，故此囊括家庭友好型政策、积极公共政策、公共托育

体系的“以儿童为中心的社会投资策略”成为 20世纪 90年代以来福利国家社会政策的新趋向[5]，且儿

童的“准公共品”属性使得对儿童投资不仅是家庭责任，更是国家责任[6]。在此理念下，德、加、美、日

等国家的儿童照顾政策呈现出典型的社会投资模式，2015年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开发的儿

童照顾发展项目在 19个国家（地区）23个地点实施[7]，这对打破不平等的代际传递，促进社会公平具

有重要意义。

作为“拆分型家庭生产模式”的重要产物，我国农村留守儿童①数量迅猛增长。最新数据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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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我国农村留守儿童规模 4177万人，分别占全国儿童总数、全部农村儿童的 14.02%和 37.90%；

在部分人口流出大省，如重庆、广西、河南和贵州等，农村留守儿童可达当地农村儿童的一半左右①。

已有研究表明，留守经历不利于农村儿童高质量人力资本的生成，如留守不利于农村儿童受教育水

平的提高以及身体与心理健康维度人力资本的获取、降低了农村儿童的认知能力和非认知能力

等[8⁃12]，更为重要的是，留守经历具有持久性的负效应，会导致个体成年期的负情绪和低自尊[13]，并通

过劳动韧性和责任感的下降，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工作流动性，降低了其就业质量和城市融入

度[14⁃18]；此外，留守经历通过家庭时间投入“赤字”，对“留守者”尤其是留守男性的认知能力造成持久

性的负向冲击，并由此降低了留守者成年期的劳动力市场绩效[19]。由此，留守经历成为农村儿童生命

历程中的“负向生命事件”，其与“留守者”先赋性弱势的累积叠加，可能会提高农村贫困代际传递的

潜在风险。据此推断，占全国儿童总数近 1/7的农村留守儿童的存在，可能会降低我国未来的人力资

本质量，不仅会导致高技能人才的缺乏使我国进入“低技能、低增长”双低循环陷阱，还可能会造成代

际贫困传递破坏社会和谐稳定，这在当前中国 2/3的适龄劳动力不具备应对全球科技变革和产业升

级基本技能[2]的情况下，提高了我国社会未来发展所面临的风险。经合组织（OECD）2005年社会部

长会议公报称“社会政策必须是积极主动的，注重投资人的能力和实现他们的潜能，而不仅仅是使人

们免于不幸”。因而，借鉴社会投资理念，探寻有利于农村留守儿童发展的公共政策资源，切断先赋

性弱势与“留守事件”的链接机制，打破“双低”循环陷阱，这对我国实现可持续发展和包容性增长具

有重要意义。

一、从“私领域”到“公领域”：我国农村留守儿童照料的必然选择

创造、发展和维护人类能力是整个经济体系运行的重要环节[20]。传统社会中，“劳动力”这一特殊

“商品再生产”主要以家庭和亲属关系来实现，因而以家庭为基础的养育、照料和繁殖构成了传统社

会宏观社会经济生产和金融运作的末端基础[21]，尤其是在“家户制”盛行的东亚地区。然而，家庭结构

的小型化、核心化降低了现代家庭的劳动力再生产能力，尤其是我国“城市”偏向战略引致的农村“拆

分型劳动力再生产”，造成农村传统差序格局下以血缘、地缘为主的先赋性照料体系消解。在此背景

下，以“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体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政策逐渐进入公共政策领域，以弥补“私领域”非

正式照料资源的不足。

1.家庭照料资源短缺，农村留守家庭劳动力再生产功能减弱

费孝通双系抚育理论表明，父母和孩子组成的核心家庭是最利于孩子掌握家庭之外的工作和交

往所需技能的稳定型“三角结构”，因而一个完整的抚育团体必须包括两性的合作[22]。然而，“父代就

业在城市，子代成长在农村”的“拆分型家庭再生产模式”，造成了儿童成长关键期父母“不在场”，家

庭教育功能、监管功能、情感满足功能、照料功能等大大弱化。

由表 1可知，2020年 54.4% 的农村留守儿童与父母一方共同居住，在 45.6% 的父母均不在家的

农村留守儿童中，与祖父母一起居住、与其他成年人、单独留守或与其他儿童一起居住者分别占

27.1%、5.6%和 12.9%。研究表明，因女性在家庭生产中的比较优势，与母亲共同生活的儿童通常能

够得到更好的养育和照料，且母亲照料更有利于提升学龄阶段留守儿童的学业表现。然而，随着女

性由“持家人”向“养家人”的角色转变，农村儿童成长关键期母亲照料资源急剧流失。全国农民工监

测调查报告显示②，2021年我国女性农民工 10501万人，占农民工总数的 35.9%，其中外出女性农民工

5186万人。此外，对于留居在乡村的女性而言，她们大多以全职或兼业方式就近就业，成为规模化农

业、县域内非农产业发展的主要雇工源，“女性为主”的家庭育儿模式面临解构的风险。据第七次人

口普查数据，全国超过 1/3的农村儿童不满 3岁与母亲分离，0~2岁婴幼儿由母亲以外的他人照料者

①    数据来源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国家统计局、联合国人口基金：《2020年中国儿童人口状况：事实与数据》，https：//www.stats.

gov.cn/zs/tjwh/tjkw/tjzl/202304/P020230419425666818737.pdf.
②    参见《2021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https：//www.stats.gov.cn/sj/zxfb/202302/t20230203_190145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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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 22.6%。因留守引致的亲子“时-空”分离，加之与父母联系频率较低且交流质量不高[23]，父母对子

女的时间投入大大降低。有研究发现，一年只能见到父母一两次的儿童全国约有近1794万，而近921
万儿童几乎一年都无法与父母相见①。

理论上讲，为了弥补“照料赤字”对子代发展的不利影响，农村留守家庭可能会采取以经济投入

替代时间投入的策略，通过购买更多有利于子代能力生产的优质资源，以弥补自身时间投入的不足。

然而，研究表明，父母外出并未增加对子女教育费用的投入[11]，亦不能有效改善留守儿童维生素和其

他微量元素的摄入[8]，且随着收入增长，农民工增加存款用于未来房产购置的概率很高[24]。此外，留守

儿童父母相对于非留守儿童父母对教育的重视程度较低[25]，且进城务工进一步恶化了父亲的教育成

就观[26]，因而父母外出非但没有增加对孩子的教育投入，反而减少了有利于子女发展的时间投入，最

终结果必然是农村留守儿童人力资本质量的相对劣势。有研究发现，农村留守儿童学业表现和认知

能力落后于非留守儿童[27]，手机成瘾、逃学、厌学、辍学、行为失范等现象比一般儿童严重[28]，他们学业

中断早，高中净入学率低于农村儿童平均水平[29]。据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15~17周岁的农村留守儿

童在校率88.4%，比全国儿童、流动儿童低4.0%和4.9%。

2.以血缘、地缘为主的家庭外非正式照料资源日趋“式微”

作为家本位的社会，邻里守望互助是我国农村地区的优良传统，这一套功能齐全的稳定的互惠

体系，曾极大地发挥了“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老吾老，以及人之老”之功能。在这套非正式制度下，人

们习惯于从网络中寻求育儿支持，因而儿童抚育历来被视为“家务事”，国家力量较少干预[30]。我国外

出务工家庭亦遵循“由近及远”“由亲及疏”的差序格局来选择留守在家乡的儿童的养育者[31]。在乡土

中国，多子多福、养儿防老等家庭伦理观念盛行，农村家庭人口较多、规模较大，扩大家庭、大家庭占

比较高。当父母不愿或无力养育子女时，儿童所在的扩大家庭、家族的其他成员将承担起相应的抚

育责任；如果没有近亲（家）属，邻里或社区将会集体承担相应的抚育责任[32]。这种以血缘、地缘为主

的非正式儿童照顾体系，通过亲属、邻里、社区的互助共济，保证儿童获得相应的补偿性照顾与养育

资源，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亲代“不在场”造成的养育资源缺失。故此，在内部关系紧密、村民互助精神

完好的村庄，即使父母不在身边，农村留守儿童也能生活得“健康快乐”[33]。

然而，工业化、城市化的迅猛推进，加之传统乡村文化价值体系的解构，这种以血缘、地缘为纽带

的非正式抚育资源日趋式微。首先，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农村家庭结构已从主干家庭、联合家

庭转化为核心家庭、小型家庭，以家庭、家族为主的儿童照料与养育网络难以为继。其次，“虹吸效

①    参见《中国留守儿童心灵状况白皮书（2015）》，https：//epaper.gmw.cn/gmrb/html/2015-07/04/nw.D110000gmrb_20150704_1-

07.htm.

表1　我国农村留守儿童的居住方式分布

与父母双方同住

非与父母双方同住

父母一方在家

合计

父母均不在家

合计

与父亲共居

父亲离异或丧偶

与母亲共居

母亲离异或丧偶

与祖父母共居

与其他成年人共居

独居或与其他儿童共居

农村儿童

人数/万
6387
4644
1280
287

1346
121

2625
1114
309
596

2019

占比/%
57.9
42.1
11.6
2.6

12.2
1.1

23.8
10.1
2.8
5.4

18.3

农村留守儿童

人数/万
0

4177
1028

-
1245

-
2272
1132
234
539

1905

占比/%
0

100
24.6
-

29.8
-

54.4
27.1
5.6

12.9
45.6

流动儿童

人数/万
4393
2716
270
78

661
85

931
249
789
754

1791

占比/%
61.8
38.2
3.8
1.1
9.3
1.2

13.1
3.5

11.1
10.6
25.2

注：数据系根据《2020年中国儿童人口状况：事实与数据》中的2020年全国人口普查微观数据计算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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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造成的农村空心化、农民老龄化，导致村庄内聚性下降，农村集体成员的归属感、共同利益、相互

信任以及集体行动能力等社会资源成为稀缺品[33]，熟人社会向“半熟人”社会演变，基于地缘关系的守

望互助模式消解、互助精神流失，农村留守儿童丧失“家”的归属感和对农村的认同，日益脱嵌于农村

社会[34]。

3.我国农村留守儿童支持政策逐渐进入“公领域”

在传统儿童照料资源“日益枯竭”的情况下，农村留守儿童进入公共政策视野，逐渐由“家务事”

变为“国家事”，目前已形成相对完善的农村留守儿童支持政策（表2）。

表2　2006年以来国家层面有关农村留守儿童的各项政策

年份

2006

2006

2006

2007

2007

2011

2013

2013

2014

2016

2016

2019

2020

2021

2023

文件或行动

《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国发
[2006]5号）

《教育部关于教育系统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解决
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的实施意见》（教职成
[2006]6号）

全国妇联《关于大力开展关爱农村留守儿童行动的
意见》

全国妇联等 13 部委发布《关于开展“共享蓝天”全
国关爱农村留守流动儿童大行动的通知》（妇字
[2007]20号）

教育部、全国妇联等七部委联合发布《关于贯彻落
实中央指示精神 积极开展关爱农村留守流动儿童
工作的通知》（妇字[2007]34号）

全国妇联、教育部等部委联合下发《关于开展全国
农村留守流动儿童关爱服务体系试点工作的通知》
（妇字[2011]32号）

教育部等五部门发布《关于加强义务教育阶段农
村留守儿童关爱和教育工作的意见》（教基[2013]1
号）

教育部等四部委出台《关于做好预防少年儿童遭受
性侵工作的意见》（教基[2013]8号）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做好为农民工服务工作的意
见》（国发[2014]40号）

国务院《关于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的意
见》（国发[2016]13号）

国家卫生计生委印发《关于做好农村留守儿童健康
关爱工作的通知》（国卫流管发[2016]20号）

民政部、教育部、公安部等十部门联合发布《关于进
一步健全农村留守儿童和困境儿童关爱服务体系
的意见》（民发[2019]34号）

《关于组织开展全国农村留守儿童和困境儿童关
爱保护“政策宣讲进村园”活动的通知》（民函
[2020]55号）

教育部等四部门印发《关于实现巩固拓展教育脱贫
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意见》（中发[2020]
30号）

民政部等 15 部门联合印发《农村留守儿童和困境
儿童关爱服务质量提升三年行动方案》

主要内容

输出地解决好农民工托留在农村子女的教育问题

建立寄宿制学校、建设教育和监护体系、开设留守儿童有关生存教育、
安全与法制教育、心理健康教育课程

农村留守儿童教育，建立和健全农村留守儿童家长、学校、家庭教育指
导中心

以义务教育、卫生保健、社会救助为重点，开展支持、维权、关爱与宣传
行动。

教育管理、权益保护、救助保障、医疗保健与关爱支持：开展“代理妈
妈”“手拉手关爱留守儿童”“留守小队”等关爱活动，加快“爱心之家”

“留守儿童托管中心”建设，发展家长学校

以教育管护网络、基层帮护网络、社会帮扶网络、安全保护网络为重
点，确定9省18个县为试点，2013年试点扩大至19省40个县

开展家庭教育指导服务、设立留守儿童之家或托管中心、推广“代理家
长”模式

加强预防性侵犯的家庭教育，尤其是女性和农村留守流动女童

依托中小学、村民委员会建立关爱服务阵地，加快农村寄宿学校建设，
学生营养改善计划，开展心理关怀等，确保留守儿童的入园、寄宿安全

为农民工家庭提供帮扶支持、引导农民工返乡创业就业，从源头上逐
步减少儿童留守现象；完善农村留守儿童关爱服务体系、救助保护机
制、保护工作

农村留守儿童信息采集和健康状况监测评估；加强农村留守儿童保健
服务和疾病防治、健康教育

以安全、教育、儿童权利保护、家庭教育为重点，建立农村留守儿童关
爱服务体系建设动态跟踪机制；选配村“儿童主任”与乡镇“儿童督导
员”，培育孵化社会组织、推进政府购买服务、发动社会各方参与等

围绕家庭监护、亲情沟通、工作履职，在农村留守儿童和困境儿童较多
的村（社区），组织示范宣讲课

加强完善农村儿童教育关爱：强化对农村留守儿童的控辍保学、教育
资助、送教上门，加强心理健康教育

提升精神素养，健全监护体系，加强安全防护水平，以儿童需求为导向
的农村留守儿童和困境儿童关爱服务工作精准高效，农村留守儿童和
困境儿童生存权、发展权、受保护权、参与权等权利得到有效保障

注：资料来源于国务院网站以及相关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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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 20多年的发展，我国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体系框架逐渐形成，并呈如下特点：①农村留守儿童

成为公共政策重要领域。2004年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农村留守儿童问题调研报告》中，农村留守儿

童作为农民工问题“附属品”纳入公共政策视野。2006年全国妇联发布《关于大力开展关爱农村留守

儿童行动的意见》，标志着农村留守儿童作为独立主体进入国家政策视野。此后，农村留守儿童政策

逐渐成为公共政策的重要构成。②政策目标从“保生存”转向“促发展”。2006年前后出台的农村留

守儿童政策，主要聚焦于农村留守儿童的教育与安全问题，且政策条文较宏观。此后，教育部、妇联、

计生委、国务院等陆续出台相关政策意见，政策内容逐渐由教育、安全，拓展到身心健康、权益保障、

社会救助、家庭监护、社会融入等层面，说明我国农村留守儿童政策逐渐从满足儿童生存需求转向促

进儿童发展。③治理主体由“单一治理”转向“多元共治”。最初的政策主要强调教育部门和政府部

门责任，2016年《关于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的意见》要求强化家庭监护主体责任。2019年

《关于进一步健全农村留守儿童和困境儿童关爱服务体系的意见》提出“推进政府购买、培育社会组

织、发动社会力量”等，明确了民政、公安、教育、人社、共青团、妇联等多部门职责。至此，农村留守儿

童政策由最初的学校与政府，逐渐演变成为政府、家庭、社区、社会组织等多主体的责任共担，体现了

福利多元主义在农村留守儿童政策领域的应用。

二、社会投资视角下我国农村留守儿童社会支持体系存在的主要问题

从社会投资的视角，现有政策“事后补缺”特征明显，缺乏对农村留守家庭的支持，且多元主体

“协同共治”机制尚未形成，不足以弥补农村留守家庭的劳动力再生产功能。

1.社会投资的内涵与基本理念

社会投资将社会政策视为一种重要的生产要素，通过增加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投资，将对弱势

群体“事后救助”转向对全体成员的“预防性”支持，最终实现社会包容性发展与经济可持续增长，这

使得资源消耗的社会福利具有了创造财富的积极内涵[35]。具体而言，包含以下方面：

（1）“投资儿童”就是“投资于未来”。脑科学研究表明，生命早期是个体能力形成的“敏感期”，早

期人力资本投资的回报率较高且具有较强的“乘数效应”，并能抑制个体成年期的不良社会行为。故

此，社会投资理论将儿童置于首要位置，通过保证儿童发展的机会平等，增强其未来获取收入的能

力，以预防其面临的社会风险。此外，生命早期的不利环境会给个体带来发展滞后风险，可能会导致

贫困的代际传递，而对儿童早期的社会投资，可以削弱家庭背景对儿童发展的不利影响，故《2006年

世界发展报告》将“对儿童的投资”视为克服未来不平等现象的有力机制。

（2）从“家庭支持”转向“支持家庭”。因家庭在劳动力再生产中难以替代，社会投资理论将支持

家庭视为一种预防性投资，认为应摒弃儿童应完全由家庭养育的传统思维，不仅要向特殊家庭提供

应急帮助，更要重视对普通家庭的预防性支持。为此，国家应制定法律保护、收入支持与社会服务在

内的“支持家庭”政策，增加所有家庭的照料性资源。政策工具包括提升家庭社会资本的时间政策

（生育假、育儿假）、增加家庭物质资本的经济支持（减免税、儿童津贴）、弥补家庭时间投入的服务政

策（公共托育制度），通过帮助父母平衡“家庭”与“社会”角色，以保障高质量人力资本再生产，并降低

未来社会成本。

（3）从“单一治理”到“多中心协同”。社会投资理论认为，社会政策要发挥持久作用，不能仅依靠

单一社会系统来承担福利供给责任，而要构建一个促进政府、家庭、市场、社区与社会组织等不同社

会系统“共治”的制度框架。因而，应通过社会投资增强个人、家庭、社会组织等多主体的参与能力，

实现优势互补，从而增加整个社会的福利供给。尤其是随着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儿童“准公共品”

属性已成共识，应构建政府、家庭、市场、社区、社会组织等责任共担的“多中心协同”治理机制，充分

发挥儿童潜能，从而实现对社会问题的“早期预防”与“上游干预”。

2.社会投资理念下我国农村留守儿童政策的主要问题

社会投资理念通过增加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投资，提高社会成员的环境适应、资源利用、价值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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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能力，从而实现经济效率与社会公平的兼容。故此，社会政策不仅是社会稳定器，更是提高国家竞

争力的工具。与之相比，我国长期实行以经济为中心的发展战略，社会政策发展滞后且将“人作为重

要资产”的投资力度不够，现有农村留守儿童政策仅发挥“最后安全网”的兜底作用，尚未从社会投资

视角出发，将农村留守儿童视为重要社会资产，以满足其发展需求为根本，从长期战略的视角消除其

成年期经济参与的障碍。具体而言，包含以下方面：

（1）“事后补缺”特征明显，预防性手段不足。我国现有的农村留守儿童政策大多属于“事后补缺

型”，大多是对处于“留守状态”农村儿童的事后救助，仅能作为“治病救人”的末端环节。城乡二元的

制度安排及其对农民工群体的集体排斥，是农村留守儿童产生的制度根源，应从该“上游环节”阻断

农村留守儿童的产生，才是“标本兼治”之策。显然，现有制度安排对农村儿童的预防性保护不足。

此外，农村留守儿童政策大多以“保生存”为主，“促发展”手段不够，现有政策多聚焦于留守儿童监

护、安全、教育等“问题减少”[36]，对造成农村留守儿童问题的主因——照料“赤字”缺乏有效的政策回

应，照料服务供给、精神关爱、时间补偿等政策工具运用不足。如，笔者团队调研的江苏省苏北地区

某市李庄村，每年会开展 1~2次农村留守儿童关爱活动，主要以赠送书包、文具等小礼品为主，且乡

镇层面会对认定的极少数留守儿童发放补贴 1000元/月左右。此外，为落实上级文件要求，苏北地区

不少行政村设置了农村留守儿童服务中心、家长学校，部分条件好的乡镇建立了农村留守儿童之家。

然而，不少留守儿童服务中心、家长学校仅在村委会或者学校“挂上牌子，挂个制度”，尽管部分运营

较好的农村留守儿童之家会定期开展一些活动，但规模较小的数次服务活动，难以满足规模庞大的

农村留守儿童“日常性”照料需要与情感需求。而美国困境儿童政策的实践表明，单纯依靠发放救济

金或提供替代性服务的“残补性”救助方式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37]，国家不仅要提供各种津贴，还要

提供或购买儿童福利服务[38]。

（2）缺乏“支持家庭”的视角。保护儿童最有效的办法是支持家庭[39]。自 20世纪 90年代以来，发

达国家出台了以提高家庭发展能力为目标，以提供支持性和预防性资源为手段的系列支持家庭的政

策。但在儒家传统文化的长期浸润下，我国农村留守儿童政策呈现以“家庭支持”为主的特征，大多

强调家庭对儿童照料的主体责任，忽视了“支持家庭”对农村留守儿童发展的重要性，缺乏对家庭发

展能力的支持。如 2016年《关于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的意见》明确指出：“家庭承担儿童

监护照料的主体责任，父母是儿童监护与照料的第一责任人”；2019年《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实施方

案（2018-2022年）》，明确提出“要强化家长的法定责任，加强对农村留守儿童的关爱与保护；《中国

儿童发展纲要（2011-2020年）》明确提到，要“提高留守儿童家长的监护意识和责任”。尽管《关于加

强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的意见》首次提出“为农民工家庭提供帮扶支持、引导农民工返乡创业

就业，从源头上逐步减少儿童留守现象”，但该政策内容仅限于文本层面的“精神指导”，缺乏针对性

的实施细则与操作方法，基本形同虚设。这种“只见儿童不见家庭”的治理策略，将农村留守儿童从

其家庭中剥离，“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特征突出，难以起到预防、弥补与提升家庭功能的作用，政策效

果亦“事倍功半”。

（3）缺乏“多中心协同”治理机制。《儿童福利法》体现了儿童抚育中家庭、国家与社会的责任共

担，是国际公认的保护儿童福祉的法律依据。我国早在 1991年就加入了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但

至今《儿童福利法》仍未出台，尽管一些相关法律条款中涉及了儿童福利，但在保障对象、实施主体、

资金来源、保障方法等方面缺乏法律规范，如何在国家、社会与家庭之间分担农村留守儿童的抚育责

任，缺乏相应的法律依据和顶层设计。此外，以农村留守儿童及其家庭需求为核心的“多中心协同”

治理机制尚未形成。由表 2可知，我国农村留守儿童政策涉及卫生、计生、人社、民政、财政、残联、妇

联、共青团等政府部门，以及学校、社会组织、社会福利机构等。业务领域、职权责任等客观因素的不

同，形塑了不同部门间利益诉求、目标任务的差异[40]，造成部门间配合意识、信息共享及协同作战的

动力不足，跨部门决策的难度较大。此外，“自上而下”的制度供给，忽视了农村留守儿童及其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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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体性与真实需求，一项调查显示，46.88% 的家长及监护人对国家和地方政府出台的留守儿童

关爱服务体系建设的相关政策不太了解，有 8.67% 的家长及监护人从未听说过该政策[41]。这导致

留守儿童关爱服务行动停留在“政府下文件、关工委发号召、教育抓帮扶、民政送救助、团委献爱心、

妇联做维权、总工会搞慰问、爱心人士献爱心”层面[42]，部门间各自为政，难以形成“1+1≥2”的政策

合力。

三、从“社会救助”到“社会投资”：我国农村留守儿童社会支持体系构建

如上所述，社会投资能够将个人、家庭、国家等多元主体的利益和目标相结合，最终实现多方共

赢。因而，应加快转变“补缺型”的社会救助理念，建立以预防和发展为主的社会投资理念。鉴于农

村留守儿童将是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的普遍现象[43]，且农村留守儿童问题可能会随城镇化的深化而

加剧。为此，应积极借鉴社会投资理念，以满足农村留守儿童及其家庭发展需求为出发点，创建政

府、家庭、学校、社会组织、社区等“多中心协同”治理的政策体系，为农村留守儿童及其家庭提供普惠

性的公共资源，从根本上切断先赋性弱势与“留守事件”的链接机制。

1.基本理念

（1）从社会救助到社会投资。作为未来劳动力的重要构成，规模庞大的农村留守儿童一定程度

上决定了我国未来的国际竞争力。为此，应站在国家富强、民族复兴的高度，扭转农村留守儿童政策

“事后补缺型”的社会救助思路，从社会投资的视角重新审视农村留守儿童与国家间的关系。将农村

留守儿童视为国家未来重要的经济资源，以“拓展可行能力”为目标，提供适度普惠的公共支持政策，

弥补家庭结构、家庭功能等先赋性因素对农村留守儿童发展的不利影响，切断先赋性弱势与“留守事

件”的链接机制。

（2）由事后补缺到事前预防。应加强对农村留守儿童及其家庭风险的“事前预防”。秉持“以人

为本”理念，加强顶层制度设计和制度创新，切断农村留守儿童产生的制度根源；政策目标应由“问题

减少”转向“促进发展”，并以经济支持、服务供给、时间补偿为主要手段，致力于增强农村留守儿童成

年期的经济参与能力。扭转“九龙治水”格局，建立跨部门、跨专业的农村留守儿童支持体系，弥补农

村留守家庭情感功能、照料与养育功能的不足，提高其抗风险能力，从源头上干预农村留守儿童问题

的产生。

（3）从支持个体到支持家庭。1980年美国政府颁布的《收养救助与儿童福利法案》，通过实施一

系列“家庭强化计划”，着重强调维持家庭结构的完整和家庭功能的稳定，从源头上干预弱势儿童的

产生。“不能帮助家庭就不能有效地帮助儿童”，农村留守家庭发展能力建设是解决我国留守儿童问

题的根本途径。因而，我国农村留守儿童政策应从导致亲子时空分离的制度根源入手，正视农村留

守儿童及其家庭所面临的照料困境与教育难题，形成保护和扶持农村家庭的政策环境，通过经济支

持、服务供给、时间补偿等政策手段，为农村留守儿童及其家庭提供普惠性的公共资源，提高农村家

庭应对“留守事件”的能力。

2.主要内容

（1）预防“家庭离散”的顶层制度设计：从离散走向弥合。受照顾权是基本权利，儿童有权获得家

庭照顾与非家庭照顾资源。阿玛蒂亚·森认为，除了物质财富的增长，人的尊严、权利、平等、自由等

是更为重要的发展目标[44]。如果发展“重物”“轻人”，那么就背离了发展的初衷。未来，需进一步加强

顶层制度设计，彻底打破城乡二元分割的制度安排，为农村留守家庭提供更为实质性的支持，提高其

从“离散”走向“弥合”的能力。①推进以家庭为单位的城镇化，消除农村留守儿童产生的制度根源。

坚持“以人为中心的城镇化”，推进户籍-土地-公共服务“三位一体”改革，折除教育、住房、医疗、养

老、就业等城乡二元壁垒，提高“人的城镇化”质量。将农村留守儿童问题纳入城镇化战略，加强城镇

优质教育资源的共享，落实农民工随迁子女的就地入学和异地高考，从根源上解决农村留守儿童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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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和存在的基础。在此过程中，以农民工家庭城镇化为目标，通过调整城镇化战略与创新公共政策，

加强对农民工家庭迁移的支持力度，实现就业、居住与公共服务的“三元耦合”，引导农民工逐渐实

现以家庭为单位的城镇化。②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探索生产要素城乡无障碍流动的

体制机制，合理引导城市资本、技术、管理等现代生产要素流向农村，打造县域经济特色产业，补齐

县城基础设施与基本公共服务短板，引导农民工回乡创业、就近就业。秉承“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的发展理念，实现农民富裕、农业兴旺、农村生态基础上的城乡融合发展，因地制宜发展小城镇，

加强以乡镇为中心的生活圈建设，推动“县-镇-村”联动发展，为农村劳动力就近城镇化创造

条件。

（2）回应留守家庭“替代性照料”需求：从经济救助到照料服务。借鉴发达国家儿童照料经验，强

化服务供给、时间补偿等支持政策，为留守家庭提供可及性强的替代性照料资源，以满足留守儿童

“日常性”照料需求、情感需要与教育支持。①加快构建农村儿童早期教育公共服务体系。因盈利潜

力差，农村地区儿童早期发展服务体系尚未起步，亟需相关的公共政策支持。应在减少农村留守儿

童尤其是低龄留守发生的同时，加快构建囊括营养、保健、照顾、教育以及社会互动等多项内容的 0~
3岁儿童早期教育公共服务体系，建立并普及“质优、价廉”的农村婴幼儿照料机构，为农村留守儿童

家庭提供可及性强的公共服务资源，并为农村留守婴幼儿的监护人提供免费的婴幼儿哺育知识、教

育咨询、医疗保健等服务，提升农村留守儿童照料者的养育能力。②构建 4~6岁儿童的“普惠性”农

村学前教育体系。通过政府主导、社会力量积极参与，促进农村学前教育数量和质量的提升，扩大公

办幼儿园和普惠民办幼儿园覆盖面，提升监护人对学前发展干预的理念和意识，切断农村贫困代际

的传递，及早杜绝由儿童早期留守所带来的人力资本质量损失以及可能由此造成的巨大社会成本。

③建设“儿童友好型”乡村学校。以儿童全面发展为目标，改革以升学率为核心的评价标准，科学设

置学校教育内容，激励教育工作者加大对农村留守儿童的支持力度。建好寄宿学校，增加更多适合

儿童阅读的图书、报纸、杂志等读物，增设符合儿童生理特点和需求的体育运动器材和娱乐设施，丰

富校园文化活动，通过与教师和同伴的亲密交往，让农村留守儿童情有所依，增强其归属感，使学校

成为儿童接受知识与身心发育的重要场所。④探索农村流动人口“工作-家庭”平衡的多元路径。

因超时工作现象普遍，农村流动人口“工作-家庭”冲突严重。为此，要加强对劳动力市场的规制，规

范流动人口工作时间、增加弹性工作制、计时工作制等灵活的工作时间安排，通过税收减免等手段，

引导企业创造“家庭友好型”工作环境，使农村流动女性共享产假、育儿假等福利政策。

（3）打造多元化“混合照顾”体系：从单一主体到多元协同。实现多元主体协同作战，打造“全方

位”“宽领域”“全流程”的社会照顾体系。①政府部门的主导作用。加强顶层设计，尽快出台《儿童福

利法》，明确政府、家庭、社会组织、社区等在儿童照料中的作用。建立农村留守儿童发展监测与评估

制度，为农村留守儿童相关政策制定提供依据。②社会组织的生力军作用。通过政府引导、购买服

务和志愿服务等多种方式，鼓励包括社会工作服务机构、志愿服务组织、大学生社团、公益慈善类组

织等多种社会力量，深入社区、学校和家庭，为农村留守儿童提供假期日间照料、课后辅导、社会融

入、家庭关系调适、心理疏导、行为矫治等社会化服务。③社区的补充作用。鼓励流入地和流出地的

社区（村委会）挖掘并利用现有社区资源，为辖区内儿童提供优质的、可负担的照料服务。重拾乡土

文明，再现乡村熟人社会文化，发扬村（社区）邻里互助的帮扶机制，打造有利于农村留守儿童全面发

展的社区支持网。④强化家庭教育责任。加强对农村留守儿童监护人的教育与培训，及时更新家长

和监护人的教育理念，提高家长的监护意识、监护责任与监护能力。明确父母在家庭教育中的主体

责任和法律地位，对不能有效实施监护的家庭，可借鉴国外相关经验与做法，实施“监护权转移”，并

对转移后的监护权进行系统性的追踪。⑤发挥市场中坚力量。成熟、完备的市场，能够迅速、高效地

满足留守家庭多层次的儿童照顾需求。因而，应采取前端宽进、中后端严管的监管模式[45]，引导更多

社会力量兴办民办幼儿园、托儿所、儿童中心（村）等儿童关爱服务机构。政府可通过投资补助、基金

注资等方式，吸引社会资本参与，支持留守儿童关爱服务PPP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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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lection and Reconstruction of Social Supportive Policy for Left-Behind 
Children in Rural Chin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Investment

ZHOU Chunfang

Abstract The child-centered social investment strategy has become a new trend in developed 
countries’ social policies. Based on the hierarchical pattern， Chinese rural traditional child care resources 
are established on kinship and geographical relationship. This ascribed resources get exhausted because 
of tremendous siphon effects of urbanization. Therefore， social policies centered on “care system for left-
behind children in rural areas” has become the main part of Chinese public policy. However， the existing 

“narrow”public policy  for left-behind children in rural areas in our country still lacks the ethos of “sup⁃
porting families” and “diverse governance”， and it is difficult to meet the needs of rural left-behind chil⁃
dren and their families with the design of “remedying deficiencies post hoc”， which makes it difficult to 
meet the developmental needs of rural left-behind children and their families， and may increase the risk 
of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poverty by reducing future human capital. To shift from “social assis⁃
tance” to “social investment”， it is essential to enhance the development capabilities of rural left-behind 
children and their families fundamentally. On the basis of elimination of institutional roots that lead to 
parent-child separation， it’s a must to provide inclusive public resources by exploiting policy tools such 
as economic support and service supply and reconstruct the “multi-center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so⁃
cial policy system to sever the link between inherent vulnerability and “left-behind incidents”.

Key words rural left-behind children； the ethos of social investment； preemptive care resources； 
social supportive 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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